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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涉农企业 2009—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在使用 SSBM⁃两阶段网络 DEA模型测算中国涉农企业创新效

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和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创

新环境这一情景变量对政府补助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政府补助能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效

率提高，且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效率实现；政府补助

未能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二阶段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提高。②创新环境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

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即创新政策优化有助于政府补助发挥其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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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涉农企业的研发状况取得了长足进步，2006—2016年，我国涉农企业年均研发支出 632亿
元，年均新产品数量及销售额分别为 6053项以及 1869亿元，创新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涉农企业的发展。尽管

如此，较之其他行业企业，研发经费短缺、研发体量小［1］等问题依旧制约着我国涉农企业的研发与转化，导致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在 20%左右，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涉农企业创新活动贯穿创新链前端的研发

与后端的商业化，面临多方参与、周期长、经费需求量大、不可控风险较高等问题［2］，涉农企业单纯依赖自身

力量进行创新面临较高的失败率。同时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导致涉农企业无法独享创新所带来的收益［3］，

从而导致涉农企业在创新方面积极性不足，并影响其创新活动。因此，单纯依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

创新要素无法得到有效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政府支持

以保证涉农企业研发的积极性与持续性［4］。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企业的资助力度，2014年 75%以上的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政府支持（政府

支持的方式包括研发折旧、税收优惠以及直接资助 3种，本文讨论的政府支持形式为直接资助），然而政府补

助的效果却一直备受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①激励效应。激励效应认为政府补助具备资源属性与信号属性

两种特性；资源属性认为政府补助是企业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有助于缓解剩余控制权不足、研发风险高以

及回报周期较长的问题，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促进效率提高［5］。信号属性则认为政府补助会传达一

种“利好”的信号，即当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会被打上发展前景好的标签［6］，有助于涉农企业获得社会资本

的青睐，从而拓宽企业研发存量，提高效率［7］。②挤出效应。挤出效应认为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

增加则会导致企业将一部分原本用于研发的资金或部分政府补助资金挪用到风险小、收益快的“短平快”的

项目中［8⁃9］；此外我国企业尚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评价体系，同时由于缺乏强制要求，信息披露不全面，

因此，企业创新能力、技术水平仍属“黑箱”问题［10］，企业为获取政府补助也会表现出“研发粉饰”行为［11］，从

而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综合上述讨论，政府补助究竟是“挤出效应”还是“激励效应”，现有研究并未达成一致。并且尽管现有研

究开始关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多将企业专利数作为创新效率的表征或以标准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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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DEA）方法测算的效率值作为创新效率的表征［12］，但这些创新效率的表征方法缺乏对创新内部过程

（知识研发阶段与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进行剖析，忽略了企业创新的“黑箱”问题。因此，很有必要探究政府

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究竟是通过影响知识研发效率还是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引起的。基于以上

讨论，本文基于 2009—2017年涉农企业的微观数据，在使用 SSBM⁃两阶段网络 DEA测度涉农企业创新效率

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和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

影响，以期更为准确地挖掘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内在机理。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创新环境对政府

补助与知识研发效率、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知识研发效率&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

近年来，我国涉农企业研发活动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较之于其他行业企业，研发经费短缺、研发体量小依

旧制约着我国涉农企业的研发及转化情况，因此政府补助的资源属性与信号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涉农企业

创新活动起促进作用。

（1）资源属性。即政府补助是企业获取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企业创新剩余控制权不

足的问题［5］；同时，政府直接资助是以现金流的形式直接注入到企业中，在降低企业固定资本［13］的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解除企业的资金压力与融资约束［14］，缓解企业研发风险高、回报周期较长的问题，从而增强企业开

展研发的积极性，增加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促进效率提高。

（2）信号属性。一方面，政府补助能够形成一种标杆力量，即政府一般会资助那些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

企业，当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时，会被打上发展前景好、被认可的标签，因此，在投资者与企业信息不对称情况

下，这一利好信号的传递无疑起到了中介的作用［6］，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诱致社会资本、合作客户与其

他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加强与企业的联系程度与支持力度，不仅有助于拓宽企业研发存量，也有助于其

开拓上下游市场［15］，从而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基于政治主导理论，在当前转型经济大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

济体制、法律制度以及专利保护制度尚不够完善，获得政府补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企业与政府关系良好、

联系紧密，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便利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与支持，拓宽研发存量，提升企业效率［16⁃17］。基

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政府补助有助于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效率提高（H1）。

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要经历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以及第二阶段的科技成果商业化，在知识研发

阶段，涉农企业主要依靠 R&D投入产生诸如专利、新材料等中间产出，而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的主要目的则

是将知识研发阶段的中间产出转化为具有经济效益的产品。一方面，企业研发立项进而获得政府补助时，政

府一般会制定研发考核目标，当企业完成既定考核目标后，鉴于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面临需多方参与、转化

周期长、转化经费需求量大、不可控风险较高等问题，属于创新链的薄弱环节，因此涉农企业此时便会将应用

于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的政府补助资金挪用到风险小、收益快的项目中［9］，并没有将政府补助的资金用于中

试、实验阶段，从而导致产生的专利等中间产出被搁置，造成大量的“沉默成果”，致使科技成果商业化水平低

下；加之现阶段政府考核指标呈现出“重研发、轻转化”的特点［18］，即更偏向于创新活动知识研发阶段的考核

（获得多少专利、产出多少新品种等），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涉农企业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影响了涉农企业科技

成果商业化效率；另一方面，很多涉农企业仅是为了获取政府补助而进行研发，导致研发的成果很难具备实

际应用价值［19］，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从而影响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研究

假说 2与研究假说 3：
政府补助有助于提升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效率（H2）。

政府补助难以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二阶段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提高（H3）。

（二）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现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以及专利保护制度尚不够完善，企业的创新活动受政策环境的

影响较大［20］，创新政策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管理创新活动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影响创新主体的行

为选择模式［21］。创新政策通过引导激励、提高能力与规范行为等政策工具实现由条文向现实影响力的转

变［22⁃23］，具有激励性、强制性以及混合性的特点，基于宏观引导、多元支持、行政审批等行为影响涉农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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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动两个阶段的效率。鉴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若缺乏外部情境因素，涉农企业极有可能滋生

“研发粉饰”行为，将用于知识研发及商业化活动的补助挪用。而创新政策一方面基于多元化的支持手段（金

融支持、市场引导及政策倾斜等）诱使涉农企业将政府补助资金真正用于创新活动的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创

新政策基于其强制性的特点，规范约束涉农企业的行为，有助于避免“研发粉饰”的问题，同时创新政策中的

相关规定也给涉农企业带来知识研发及商业化方面的要求，引导企业加强对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

上杜绝其为了获取政府补助而进行研发，导致研

发的成果很难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问题。反之，

若缺少创新政策，则难以保证对政府补助资金的

激励性与约束性，从而导致政府补助失灵。因此

创新政策作为情景变量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涉

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

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4：
创新环境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知

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H4）。

本文的理论框架图构建如图 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样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2009—2017）。研究样本

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注册地为中国境内、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控股形式为内资控股，注册资金不低于 50
万元人民币，同时具备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与透明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经营业绩良好，注册成立 1年以上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60%。第二，主营业务范围为农业科技研发、农机开发生产、农业技术服务以及农业装备

生产等，且具备完善的治理结构，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存在一定投入。第三，农业科技成

果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明晰的知识产权。基于以上要求，本文最终获得 2009—2017年样本涉农企业共

8763家，数据类型为 2009—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

（二）模型构建

基于 2009—2017年涉农企业的混合截面数据（即每一年的样本均不相同），构建混合回归（polled
regression）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和科技成果商业化效

率）的影响，并考察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模型构建如下：

TEit = α + βGovit + γx′it + δz′it + εit （1）
RDEFFit = α + βGovit + γx′it + δz′it + εit （2）
BUSEFFit = α + βGovit + γx′it + δz′it + εit （3）

其中：TEit、RDEFFit、BUSEFFit为因变量，即 i企业 t时期的创新效率、知识研发效率以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

Govit为主检验变量，表示政府补助；x′it为控制变量与调节变量，包括涉农企业规模（scale）、涉农企业盈利能力（roa）、

信用等级（credit）、所有制结构（ownership）、地区属性（region）、时间虚拟变量（year）、创新政策（policy）、创新政策

与政府补助的交互项（policy×Govit）。式（1）～式（3）中因变量与自变量相关说明见“（三）变量说明”。

（三）变量说明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和商业化效率）。鉴于传

统 DEA方法仅使用创新链前端投入 Xi与创新链末端产出 Yi作为投入产出指标进行效率测度，未考虑中间产

出 Zi以及其在下一阶段的再投入等问题，未将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的两个阶段联系起来［24］，未考虑到涉农企

业创新活动的“黑箱”问题；基于此，本文选择 SSBM⁃两阶段网络 DEA模型测算涉农企业创新效率（TE）及其

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RDEFF）以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BUSEFF）］。两阶段网络 DEA模型简介如下。

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要经历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以及第二阶段的科技成果商业化，即单纯的人

员与经费投入是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必须经过“中间产出”阶段。根据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的特点，本文

在 Fare和 Grosskopf［25］研究基础上建立涉农企业创新两阶段网络 DEA模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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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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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两阶段网络 DEA模型将涉农企业创

新活动的全过程划分为知识研发阶段以及科技

成果商业化阶段。在知识研发阶段，涉农企业主

要依靠 R&D投入（图中 Xi）产生诸如专利、新材

料等中间产出（图中 Zi），而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

的主要目的则是将知识研发阶段的中间产出转化为具有经济效益的产品，当然这一阶段中投入指标不仅包

括 Xi+1，即这一阶段的人力物力投入，还包括 Zi，即知识研发阶段的中间产出作为投入指标作用于科技成果商

业化阶段，从而实现最终产出 Yi。其中，知识研发的投入指标（Xi）包括涉农企业科技总经费、人员中用于研

发的部分，即研发人员投入及研发经费投入，这一阶段的产出变量（Zi）包括专利、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以

及新品种；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的投入指标一部分来自知识研发阶段产出的再投入（Zi），另一部分则是涉农

企业科技总经费、人员中的转化部分（Xi+1），这一阶段的产出指标则以涉农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技术服

务收入表征。同时考虑到效率存在“截尾值”［26］以及径向距离［27］的问题，本文最终选择 SSBM⁃两阶段网络

DEA模型测算涉农企业创新效率（TE）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RDEFF）以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

（BUSEFF），效率测算软件为MAXDEA7.6。
（2）主检验变量。本文的主检验变量为政府补助（Govit），以涉农企业科技总经费中政府补助的比例

表征。

（3）调节变量。创新政策（policy）。本文选取 1977—2017年间我国国家立法机关、中央政府及所属部委

制定并颁布的干预科学技术事物的科技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检

索系统整理出 4995条创新政策为政策样本，在借鉴彭纪生等［28］有关技术政策力度测量的基础上，对 2009—
2017年创新政策力度进行量化，以此表征创新政策。计算公式如下：

policyi =∑
j = 1

N

EGij × pij （4）
其中：i表示年份；iϵ［1977，2017］；j表示 i年颁布第 n项政策；jϵ［1，N］；policyi表示 i年农业创新政策目标（措

施）力度；EGij表示 i年第 j条政策的政策目标（措施）得分；pij表示在 i年按照层级打分的第 j条政策得分。

（4）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①涉农企业规模（scale）。以涉农企业总资产表征。

②涉农企业盈利能力（roa）。此指标反映涉农企业的经营状况，以企业净利润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征。

③信用等级（credit）。一般来讲，涉农企业的

信用等级越高，其他企业与其开展合作的概率越大。

除此之外，控制变量还包括涉农企业所有制

结构（国企、非国企）（ownership）；地区虚拟变量

（东中西）（region）；时间虚拟变量（2009—2017）
（year），这些变量均为虚拟变量。

上述各变量描述性结果见表 1，为避免异常

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 winsor命令对本

文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在 1%水平下进行了处理。

三、实证分析

（一）总体分析

由于本文的数据类型为混合截面数据（即每一年的样本均不相同），因此在回归时应选择混合回归

（polled regression），即将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像对待截面数据那样进行 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在回

归中对标准误的估计应当使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同一聚类的观测值允许存在

相关性，而不同聚类的观测值则不同。在实证研究中，本文选择省份作为聚类标准。基于此，本文基于

2009—2017年中国涉农企业的混合截面数据，使用混合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

其分解指标的影响，结果见表 2。由表 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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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涉农企业创新活动流程图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创新效率（TE）

知识研发效率（RDEFF）

成果商业化效率（BUSEFF）

政府补助（Gov）

企业规模（scale）

盈利能力（roa）

信用等级（credit）

创新政策（policy）

样本量

8763
8763
8763
8763
8763
8763
8763
8763

平均值

0.017
0.131
0.171
0.165

9632.521
0.080
4.077
46.945

标准差

0.005
0.085
0.104
0.115

12237.470
0.072
1.673
24.032

最小值

0.002
0.024
0.008
0.028
494.500
0.000
1.000
11.000

最大值

0.061
1.082
1.429
0.374

39059.000
0.215
5.000
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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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系数为 0.003，t为 2.420，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政

府补助有助于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实证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 1：政府补助有助于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效

率提高；即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起到激励效应，有助于缓解涉农企业创新剩余控制权不足以及研发

风险高、周期长的问题，拓宽涉农企业研发存量、提高涉农企业创新积极性，从而提高创新效率。

（2）从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分阶段效率影响来看：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影响的系数为

0.044，t为 5.360，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对涉农企业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影响的系数为-0.032，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实证结果验证了 H2与 H3：政府补助有助于提升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

发效率；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二阶段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政府补助对涉农

企业创新效率的显著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效率实现的。“研发粉

饰”以及“重研发、轻转化”的考核目标导致政府补助在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政府

在对涉农企业进行资助时，应明确相应的科技成果商业化任务，转变“重研发、轻转化”的考核目标。

（二）调节效应分析
为更深入探究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

以创新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实证其在政府补助

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

效率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见表 3。
从表 3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第

一，创新环境与政府补助的交互项对涉农企业

知识研发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系数 =0.0001，
t=2.4200），且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即

创新政策对政府补助和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

率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创新

环境与政府补助的交互项对涉农企业科技成

果商业化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系数 =0.0003，
t=3.6300），即创新政策对政府补助和涉农企业

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

节作用。上述结论验证了 H4：创新环境正向

调节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

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这表明良好的创

新政策通过引导激励与规范行为政策工具，发

挥了其对涉农企业的支持效应与约束效应，引

导企业加强对知识研发即科技成果商业化的

重视程度，从而使政府补助资金落到实处，提

高了政府补助资金的配置效率，进而实现涉农

企业知识研发效率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提升。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涉农企业 2009—2017年的微观混合截面数据，在使用 SSBM⁃两阶段网络 DEA测度涉农企

业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知识研发效率和科技成果商业

化效率）的影响。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创新环境对政府补助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得

到以下研究结论：

（1）政府补助能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效率提高，且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

高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效率实现；政府补助未能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二阶段科技成

果商业化效率的提高。

表 2 式（1）～式（3）实证回归结果

变量

政府补助

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信用等级

所有制

地区

年份

常数项

F
R2

创新效率

系数

0.003**
-0.001***
0.003***
0.0001
-0.011
控制

控制

0.022***
87.960
0.203

t
2.420
-13.070
4.720
0.660
-1.380

43.050

知识研发效率

系数

0.044***
-0.006***
0.011
0.001
-0.001
控制

控制

0.155***
47.19
0.161

t
5.360
-9.030
1.120
1.510
-1.125

22.210

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

系数

-0.032***
0.002
0.025*
-0.001
-0.001
控制

控制

0.180***
22.53
0.121

t
-2.890
1.620
1.970
-1.300
-1.227

19.12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显著。

表 3 调节效应实证结果

变量

政府补贴

企业规模

信用等级

盈利能力

创新环境

地区

单位性质

年份

政府补助×创新环境

常数项

知识研发效率

系数

-0.0979
-0.0058***
0.0010***
0.0209**
0.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0.0001**
0.0709***

t
-1.7600
-10.9500
2.6100
2.4300
7.4700

2.4200
5.8900

p
0.1010
0.0000
0.0090
0.0150
0.0000

0.0160
0.0000

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

系数

-0.4111***
0.0016
0.0001
0.0298*
-0.0003***

控制

控制

控制

0.0003***
0.5572***

t
-3.8000
1.6600
0.1700
2.0100
-11.0000

3.6300
13.8300

p
0.0010
0.1070
0.8680
0.0540
0.0000

0.0010
0.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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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环境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与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影响，即创新政策优

化有助于政府补助发挥其对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的资助。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补助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创

新效率提高，涉农企业由于研发体量小、潜在经济效益低、利益相关者联系程度与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

其在研发过程中更需要政府资金的持续资助，减少正外部性的影响，激发涉农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2）继续强化政府资金对知识研发阶段的支持，加强政府资金对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的重视。从实证结

果看，政府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的知识研发效率实现的，政府

补助对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第二阶段的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影响不显著，呈现出“重研发、轻转化”的特点，导

致大量“沉没成果”产生。因此，政府补助应该加强对涉农企业创新活动科技成果商业化阶段的重视，一方面

政府在进行资助时，应针对性地资助那些具有社会需求和实际需要的研发项目，进而使知识研发阶段的成果

具备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进行资助时制定明确的转化目标考核任务、通过支持中试生产线建设等手段，实

现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的提升，进而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效率。

（3）持续强化政策推进。创新政策对政府资助与涉农企业知识研发效率及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有显著

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强创新政策的推进与实施，为涉农企业开展研发与转化活动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同时，在政策条文中加入相应的考核任务，通过政策的强制性作用规范涉农企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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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bsidies，，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Lin Qingning，Mao Ship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Based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hybrid cross section data of 2009—2017，SSBM⁃two phases network DEA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empirically test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their decomposition indicators（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fficiency），and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mmerc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is realized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stage of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innovation activities. Government subsidies failed to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second stage of agri⁃business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s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knowled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that is，the optimiz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ies can help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exert their knowledg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commerc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Promotion.
Keywords：government subsidies；innovation efficiency；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network DEA；innov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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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ao Ping，Wang Zhilin
（Business School of 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4，China）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s highly impact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nd its potential benefits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7，the method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Moreover，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level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calculated by location entropy is regarded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to study the
specific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and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considered as an intermediary actor，among which，the secondar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reduce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while the tertiar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Keywords：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enterprise innovation；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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